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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管理者都知道，要廣納建言如海納百川，但實際上管理者能否做得
到？本研究企圖藉用孔子所言，驗證主管在評價員工建言時可能的
偏差，以提醒所有的主管，必需時時警覺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偏差
，以避免在鼓勵員工提供建議的同時，卻打壓了某一部分人的建言
。
本研究根據說服文獻，認為主管會受到建言者與主管的關係品質、
建言的場合、以及主管的權力距離價值觀的影響，對於內容沒有差
異的建言，給予不同的評價。本研究以365位參與者的2x2組間實驗
設計，以及397份問卷調查，兩個子研究的結果均顯示，以LMX與建
言評價無關，也就是「以人廢言」的偏差，在兩個研究樣本中都並
不存在。接著，本研究以第二個研究來探討「以言舉人」的現象
，研究結果顯示，部屬較多的建言會正向影響主管對部屬的績效評
估，而建言評價，些微地強化了建言行為與員工績效間的正向關連
。

中文關鍵詞： 建言行為、建言評價、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建言場合、權力距離、
工作績效

英 文 摘 要 ： Managers all know that open their doors for employees to
speak up will receive more opinion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are they really able to open their
doors and liste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if
the quality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of opinion provider,
speak up in publicity, and the receiver’s value of power
distance may lead to bias opinion evaluation. Furthermore,
we also expect that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will
positively relate to their performance rat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opinion will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voice behavior on performance rating.
We used a 2x2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365
subjects and conducted a survey with 397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MX has no effect on suggestion
evaluation. Neither speaking up in publicity nor power
distanc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MX and
suggestions evaluation. Therefore, managers won’t judge
the opinions by the speaker. However, employees with high
voice behavior will receive high performance rating and the
quality of opinion will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ic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rating.

英文關鍵詞： voice behavior, voice quality evaluation, LMX, context of
speaking up, power distance



以言舉人？以人廢言？一項建言行為的研究 

 

管理者都知道，要廣納建言如海納百川，但實際上管理者能否做得到？本研

究企圖藉用孔子所言，驗證主管在評價員工建言時可能的偏差，以提醒所有的

主管，必需時時警覺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偏差，以避免在鼓勵員工提供建議的同

時，卻打壓了某一部分人的建言。 

本研究根據說服文獻，認為主管會受到建言者與主管的關係品質、建言的場

合、以及主管的權力距離價值觀的影響，對於內容沒有差異的建言，給予不同

的評價。本研究以 365位參與者的 2x2組間實驗設計，以及 397份問卷調查，

兩個子研究的結果均顯示，以 LMX 與建言評價無關，也就是「以人廢言」的

偏差，在兩個研究樣本中都並不存在。接著，本研究以第二個研究來探討「以

言舉人」的現象，研究結果顯示，部屬較多的建言會正向影響主管對部屬的績

效評估，而建言評價，些微地強化了建言行為與員工績效間的正向關連。 

 

關鍵詞: 建言行為、建言評價、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建言場合、權力距離、工

作績效。 

 

A study of voice behavior: Testing the related virtues in Confucian Analects 

  

 Managers all know that open their doors for employees to speak up will receive 

more opinion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are they really able to open their 

doors and liste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if the quality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of opinion provider, speak up in publicity, and the receiver’s value of 

power distance may lead to bias opinion evaluation. Furthermore, we also expect 

that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will positively relate to their performance rat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opinion will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voice behavior on 

performance rating.  

 We used a 2x2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365 subjects and 

conducted a survey with 397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MX has no 

effect on suggestion evaluation. Neither speaking up in publicity nor power distanc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MX and suggestions evaluation. Therefore, 

managers won’t judge the opinions by the speaker. However, employees with high 

voice behavior will receive high performance rating and the quality of opinion will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ic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rating. 

 

 

Keywords: voice behavior, voice quality evaluation, LMX, context of speaking up, 

power distance 



緒言 

建言行為是組織重要的改善力量，在單位組織之中無論是組織架構、工作

任務，甚至是營運目標與方向，多多少少都有著缺陷與不完美之處，其原因可能

來自於原始設計與思考的不周延，或是不斷變遷的環境所造成的落後。擔任主管

的上位者實在無法以一己之力察覺並改善此現象，而由員工端所發起的建言行為，

不但可以讓主管迅速掌握狀況，也能即時下達適當的決策。有學者形容，建設性

的建言是組織創新的第一步(LePine & Van Dyne, 1998)，過去的研究也證實，員

工建言有助於決策品質與組織績效(Argote & Ingram,2000; Botero & Van Dyne, 

2009; Whiting, Maynes,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2; Ng & Feldman, 2012)。可見，

建言行為是組織或單位持續進步與領先的重要基石之一。 

 

然而，建言行為是有風險的，Detert與 Edmondson (2011)的研究指出，人們

有五個內隱的建言理論，例如，建言是對上位者的個人批評，因為人們會依附在

工作上，而對工作上的建議，人們會不自覺（內隱）地連結為對上位者的批評。

他們強調，個人之所以不願意提供有助於組織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意見

可能不會被採納，而緘默就是一種最好的自我保護方式。有研究者指出，管理者

的行為是員工是否建言的重要訊號(Morrison & Milliken, 2000)，若主管總是認為

官大學問大，或只聽從某些人的建議，甚至批評或打壓提出建言的人，對原來就

不容易出現的建言行為，無疑是致命的傷害。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便

是探討主管對於員工建言的評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以往說服的文獻指出，四個影響說服效能的因素，其中包括來源、訊息、

情境、以及訊息的接收者(McGuire, 1985; O’Keefe, 1990)。而建言在某種程度上，

也意謂著說服，因為提出建議的人，一定是希望建議能改變對方的態度，進而採

取一些改變。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Whiting, Maynes,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1)，建言者（訊息來源）具有相關領域專長、建言訊息本身（訊息）含有解

決方案、以及在鼓勵建言的組織氣候下（建言情境）提出，主管或上位者較會認

為該建議是建設性的建言。吾人好奇，主管在評價員工的建言時，是不是有可能

做到，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的境界。 

 

主管們能做到如此的「君子」嗎？本研究企圖以華人較關心的：建言者是

誰(是否為圈內人)、在什麼場合裡提出建言（公開或是私下）、以及主管是什麼

樣的人（主管的權力距離），分別代表訊息來源、建言情境、以及訊息接收者，

在固定建言內容的狀況下，探討主管是否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一方面驗證組織

是否存在「以人廢言」的現象，一方面延伸以往研究未討論但卻是華人文化中較

突顯的關係與情境的議題，本文以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建言場合、主管文化價值

觀做為影響建言評價的變項。 



 

除此之外，建言者是否在績效上獲得主管較高的評價，一直是組織研究者

關心的議題，而這是「以言舉人」的部分。在以往的文獻上，建言與績效的關連

性，尚未有一致的研究結果。有些研究證實，建言與績效有正向關連（Van Dyne 

and LePine 1998, Whiting et al. 2008)，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建言對員工而言是

不利的（Milliken et al. 2003, Seiber et al. 2001)。不一致的研究結果暗示我們，建

言行為的多寡可能不是重點，延續上面的建言評價，建言的品質可能才是關鍵。

因此，主管是否以言舉人，端視其建言是否受到主管的高度評價，是本研究的另

一個重點。 

 

文獻與假設推導 

以下依序說明建言行為的內涵與建言評價、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對建言評價的

影響、場合與主管權力距離對領導成員交換關係與建言評價的關連性的影響、建

言行為對績效的影響、以及建言評價對建言行為與績效關連性的影響。 

 

建言行為 

有關員工向組織提出意見(opinion)、發聲(voice)或建議(suggestion)的研究，

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 (Brinsfield et al., 2009)，研究者相繼提出許多相近的構念，

像是研究程序正義文獻中所指的申訴意見表達(voice)，或員工意見信箱所蒐集的

抱怨(grievance)等（詳見 Brinsfield et al., 2009和 Morrison, 2011的回顧）。自從

Van Dyne et al. (1995) 將其定義為「具有積極建設性的、變革性的挑戰行為，對

於工作流程及組織產生助益，而不僅僅是批評行為」之後，建言行為所指的範圍，

已逐漸收斂。其中，員工自發性的向組織或團隊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Detert & 

Burris, 2007; LePine & Van Dyne, 1998; Morrison, 2011; Tangirala & Ramanujam, 

2008; Van Dyne & LePine, 1998)，是最主要的內涵。本文採用 Morrison (2011) 整

合一些研究所下的定義，將建言行為定義為：「對於工作相關的議題，基於改善

組織或單位運作，自發性地表達想法、意見或建議的行為」(p.375)。 

 

從上述的定義可知，建言與抱怨不同，因為抱怨主要在於抒發心中的不滿，

不一定會有建設性的建議。除此之外，建言也與工作行為不同，因為建言是自發

性的，不像工作角色有明確的規範。在 Van Dyne 等人 (1995) 的回顧論文裡，

諸多角色外行為，可藉由「增進－消除」(promotive-prohibitive)與「歸屬－挑戰」

(affiliative-challenging)兩構面來做區分，例如，建言行為屬於增進與挑戰的象限，

而協助同事(helping)屬於增進與歸屬的象限，吹哨行為(whistle-blowing)屬於消除

與挑戰的象限。 

 

建言的特性包括：無條件的、挑戰取向、潛在風險，其中，無條件的是指，



建言行為不是工作說明書所列的任務項目(Van Dyne et al.,1995)，而挑戰取向是指，

建言的目的大多是挑戰現況的建設性建議，(LePine & Van Dyne, 1998; Morrison 

& Phelps, 1999; Van Dyne et al., 1995)，而具有風險是指，建言因為是挑戰現況，

常會令原來享有利益者感到不悅 (Milliken et al., 2003)，或會被貼上負面的標籤 

(Ashforth & Humphrey, 1995; Milliken et al., 2003)，或破壞人際關係且減損社會資

本的 (Adler & Kwon, 2002)，因此，大部分員工即便有想法，也會選擇緘默

(Milliken et al., 2003; Morrison & Milliken, 2000)。所以，建言行為是組織中不易

見但卻十分重要且可貴的行為。 

 

Klaas、Olson-Buchnaan及Ward ( 2012) 回顧影響建言行為的相關研究，提出

建言的三個構面，包括：型式（各種型式的建言，如提議、反應問題、）、焦點

（對人或單位組織）、可辨認性（公開與否，建言者的身份可辨性）。正式的建

言機制通常是意見會被記錄，且有特定的程序，能被系統性評估(Budd & Colvin, 

2008)，正式的建言，其建言內容是與其他人分享的，且會有處理的程序。而建

言的對象，則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會提及的面向，由於其影響因素與機制不同，可

區分為同儕間的建言、對上司的建言、以及對工作單位的建言。例如Liu et al. 

(2010) 的研究指出，個人認同團隊會影響個人對同儕提供建言，而當個人認同

主管時，才會對上司提出建議。又如，Edmondson (2003) 分析開刀房主事者能

促進跨領域團隊成員進行有效的溝通與相互給予意見。本文所指的建言行為，係

指單位成員對工作單位的建議，成員主動針對團隊工作流程、系統、或工作模式

等，提出問題與建設性意見。而單位的主管，對於工作上的改變或調整，通常具

有最後的裁量權，因此，對工作單位的建言，其接收者通常是主管。 

可辨認性（公開與否，建言者的身份可辨性），可被指認或匿名‧本研究即是針

對工作單位的建言，而建言場合，則是與正式和可辨認性有關。 

 

建言評價 
主管在參考員工的建言做決策時，會分析該建言是否能準確地針對問題及有

效地解決問題(Bonaccio & Dalal, 2006)。在資訊搜尋的過程當中，有利於個人或

組織的資訊會被保留及採納 (Berryman, 2008)。當主管接收到員工提出的建言內

容資訊時，會與心中的問題困境進行比對，當主管認定這個建言是能夠解決目前

遇到的問題，並且能幫助改善組織時，則對此建言品質評估為優良。換句話說，

建言的準確性以及有效性越高代表建言品質越高。(Dalal & Bonaccio, 2010)。而

主管對建言的評價也越高。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對建言評價的影響 

Graen & Scandura(1987)提到，主管因為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會根據部屬的(1)能

力與技能、(2)可信任程度(特別是主管不在的時候)(3)部屬願意承擔工作責任的動

機，將部屬區分為「圈內人」(in-group)或圈外人(out-gorup)。主管與圈內人部屬



進行互動時，彼此關係雖然良好但主管會賦予更多的責任，因此，圈內人常擔任

較多超過他們原來職務的工作，而且多是對組織比較重要且困難的工作，這種互

動不單只是主管對部屬，也會演進到雙向互惠關係。相反地，屬於圈外人的部屬，

通常只負責日常較例行的事務，主管對圈外人的部屬會施以較正式的權威及監督

(Muchinsky，2000)。以LMX理論為主軸的研究發現，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品質

的好壞，對部屬與主管在互動關係與工作績效上，有顯著的影響(Scandura & 

Graen, 1984)。 

在說服溝通中，人們較容易因為接受到內團體成員的訊息而改變態度(D. van 

Knippenberg & Wilke, 1992)因為內團體訊息比較容易被注意並有效地接收與解

讀(Mackie, Worth & Asuncion, 1990)，相較於外團體，內團體成員模糊不清的訊

息容易被做有利且有益的解讀(D. van Knippenberg, 1999)，加上訊息比較不必經

過精心考慮的過程而容易被接受(D. van Knippenberg, Lossie & Wilke, 

1994).Burris等人(2009)在三個子研究中，探討在層級團隊中（in hierarchical teams），

內團體成員對團體動能與人際的影響，其研究發現，參與團體討論時，內團體有

較高的安全感；領導者認為內團體有較大的貢獻，且分配給內團體較大的好處，

內團體較能影響決策，當內團體的人是具有專業知識時，團體決策品質較高。 

 
研究顯示，領導成員關係品質，不但影響部屬建言，也影響主管對意見的處

理。(Phillips, 2003; Phillips, Mannix, Neale, & Gruenfeld, 2004)  (Larson, 

Christensen, Abbott, & Franz, 1996)。主管必須要有正確的訊息以及可信任的建議

來做決策，因此，主管可能會明顯或不自覺地偏好內團體的建言。根據社會認定

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個人傾向於給內團體較高的評價，且在不確定的情

境下，對外團體所提的意見，有較高度的懷疑(van Knippenberg, 1999)，根據LMX

與社會認定理論，主管對於圈內人所提出的建言，會不自覺的給予較高的評價。 

 

假設一：建言者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品質(LMX)，正向影響主管對建言的評價 

 

場合對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對建言評價關係的調節 
根據 Alberts (1992)對社會情境的分類，我們將建言場合區分為公開與私下。

其中，公開場合是指，正式的會議或是非正式的座談會或討論會，具有會議的形

式，有既定的談話主題與內容，有其他與會者在場，且所提的建議是與會者都可

清楚聽到的場合。而私下場合是指，可以是正式的約見或非正式的會面，或在一

些討論會後，對話的往返，只在兩人之間的狀況。公開場合是較正式，雖然建言

的對象是組織或單位，但訊息是傳遞給其他成員的，且建言內容經常是列入記錄

的；相反地，私下建言則是不正式且隱密的，雖然建言的對象是組織或單位，但

訊息只傳遞給主管或主事者一人，且不會留下記錄。 

 
 根據訊號系統理論(signaling theory)，個體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是傳遞著一些



重要訊息的。這個發送系統包含一個發送者與一個接收者，還有發送者隱藏的訊

息(Spence, 1973; 2002)。這個理論來自生物演化論、賽局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最

讓大家知曉的，是羚羊與獅子的訊息傳遞的例子，當羚羊看到獅子時，年輕敏銳

的羚羊會向空中彈跳，用來告訴同伴，有敵人來了，要趕快跑。然而，除了這個

訊息之外，同伴也感受到，相較於其他羚羊，牠是比較機警與敏銳的，另外，牠

也傳遞給獅子一個重要的訊息，因為牠先發現獅子，在逃命之前還有時間向空中

彈跳，表示牠一定跑得很快，所以獅子不會選擇去追牠。 

 

在建言的情境下，公開場合提出建言，除了建言訊息本身，也同時傳遞建言

者與接收者的關係可能不錯，或建言者有高績效在背後做支撐，以致敢冒建言的

風險。同時，會在公開場合提出意見，也傳遞了該意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領導

－成員關係品質高時，在公開場合比在私下場合，有更高的建言評價；而在領導

－成員關係品質低時，公開的場合會比私下場合，有被貶低的效果。因為主管會

解讀該員工是公開唱反調。 

  

假設二：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品質與建言評價的關連性，受到建言場合的影響。

相較於私下，在公開場合，其關連性較強。 

 

主管權力距離對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對建言評價關係的調節 
在文化的層次，權力距離是指一個社會對於在制度與組織中的權力分配不平

等情況的接受程度(Hofstede, 1980: 45)。雖然這是文化層次的構念，但有部分研

究將此構念應用於個人層次(Earley & Erez, 1997; Kirkman, Lowe, & Gibson, 

2006)。個人層次的權力距離是指：個人對於制度與組織的權力分配不平等的情

況的接受度(Dorfman & Howell, 1988 )，個人的權力距離高，表示愈能接受不平

等的權力分配。 

 

 建言的效果，可能會受到主管的權力距離或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

觀的影響(Burris et al, 2012)。主管對於建言的態度，會因個人對權力的接受度，

而有不同。高權力距離的主管認為自己擁有對部屬行為的指導權，因此較不易接

受建言。但無論主管的權力距離高低，主管都需要面對決策與決策失敗的風險，

因此，部屬端的資訊，仍是十分重要的。此時，對於高權力距離的主管，對於圈

內與圈外人的界線會更加明顯，而對於不同個人的建言，顯得更加看重圈內人的

建議。因此，在高領導－成員關係品質的狀況下，相較於低權力距離的主管，高

權力距離的主管會給予更高的建言評價。 

 
假設三：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對建言品質的關連性，受到主管權力距離的影響。

主管的權力距離越高，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對建言評價的影響越大；主

管的權力距離越低，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對建言評價的影響越低。 



 
建言行為對績效的影響 

由於建言本身就是改善導向的，主管在評量員工績效時，應會考量該員工對

單位工作的改善，而給予較高的績效評估。以往的研究，常以社會交換的觀點，

來看待建言行為。因為建言行為可以換取信任、尊重、與滿足(Turnley & Feldman, 

1999)。建言行為是組織公民行為之一(LePine, Erez, & Johnson, 2002), 是以利益

他人為導向的(other‐directed;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使得員工可以受到較

高的認同，進而有較好的績效考評。 

 

不過，也有研究者用資源取得的觀點，認為建言行為是一種工具性手段，用

來為自己獲取額外的資源，以提高工作績效或晉升的能見度。(Fuller, Barnett, 

Hester, Relyea, & Frey, 2007; Seibert, Kraimer, & Crant, 2001)。不論是以哪個角度，

建言都能為自己帶來好的績效評估。一些研究證實，建言正向影響績效評估（Van 

Dyne and LePine 1998, Whiting et al. 2008)。最近的一項的統合研究發現，建言行

為與工作績效和創新呈正相關(Ng & Feldman, 201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

如下： 

 

假設四：建言行為正向影響主管對建言者的績效評估 

 

建言評價對建言行為與績效關連性的影響 

建言是也可能是自我導向的(self-directed, Bolino et al., 2004)，Van Dyne、Ang、

及Botero (2003)也強調，建言可能是自我導向，也可能同時是利他導向。這將微

調主管對建言者的評價。不僅如此，也有研究主張，建言行為令建言者分心於其

他非工作直接相關的活動(Bolino & Turnley, 2005; Bolino, Turnley, & Niehoff, 

2004)。Bolino 等人(2004)就指出，為了成為好員工，而針對不同事務都能提出

建言的人，反而較少時間專注在自己的本份工作上，因為建言需要把心力投注在

問題的觀察與思考上，員工因此而會分心。研究證實。建言負向影響績效與晋升

機會（Milliken et al. 2003, Seiber et al. 2001)。雖然統合研究的結果支持建言行為

與績效的正向關連，但其中的不一致發現，暗示著兩者之間存在調節變項。 

 

Burris 等人(2013)就試圖找出，建言與績效之間的調節因素。他們以建言者

與主管的知覺建言數量的一致性做為調節，其結果顯示，當建言者低估自己的建

言水準時，建言者會得到較好的績效評估，而當建言者是高估自己的建言時，主

管會給予負向的績效評估。不過，但當主管高估部屬的建言時，建言仍能帶來好

的績效評估。這引發我們思考，為何主管會高估部屬的建言呢？我們發現，以往

的研究大多著眼於建言的量（不論是員工或主管的觀點），而沒有注意到建言的

品質，或說是主管對建言的評價。研究者只注意到建言行為，卻未注意到主管是

否對於所建議的事項表示讚同或願意去執行，當主管不認為建言者所提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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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時，再多的建言，可能是無用或是信譽受損的(Burris, 2012)。因此，本研究

提出建言評價的影響。 

  

當主管認為員工的建言是具建設性時，會投入資源與人力在所提的建議上，因而

較容易感受到建言者對公司或單位的貢獻，進而給予建言者較高的績效評估；反

之，當主管不認同建言，或對於建言給予較低的評價時，不但會忽略，也可能認

為提議的人能力不足，或設想不周全不夠的印象，進而給予建言者較低的績效評

估。 

 

假設五：建言行為與績效評估的關連性，會受到建言評價的影響。建言評價越高，  

建言行為與績效評估的關連性越強。 

 

本研究架構圖如下所示。 

 

 

 

研究方法與結果 

研究一 

本研究以2x2組間實驗設計進行，驗證假設一、假設二及假設三。研究者洽

詢可以配合實驗施作的在職學生班級，以具有工作經驗的學生為受試樣本。隨機

發給不同操弄建言行為者的特性（LMX高 vs. LMX低）與建言場合（公開 vs. 私

下）的組合劇本。 



 

自變項操弄 

為能有效操弄建言者LMX，本研究擬參考Graen and Uhl-Bien (1995)對LMX

的定義與衡量LMX構念的量表，發展出高LMX與低LMX的建言者描述。場合的

操弄，依公開與私下的定義(Higuchi & Fukada,2002)，發展出建言者在不同建言

場合的描述。 

 
衡量量表 

 本研究先進行實驗情境變項的操弄檢定，以了解情境變項的操弄是否成功，

操弄的情境變項有兩項，領導-成員交換關係與建言場合。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品

質(LMX)，採用 2題的 LMX-7 量表進行衡量（Graen & Uhl-Bien, 1995)。「你認

可國恩的潛力嗎?」與「無論你在職位上有多大的職權，你會運用你的權力來幫

助國恩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以李克特 5尺度衡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

示「非常同意」。組間領導-成員關係品質的題項分數差異達統計顯著，表示操弄

成功。 

 

建言場合採用 Alberts (1992)對社會情境的分類，將建言場合區分為公開場合以

及私下場合，並設計出 2題建言場合的操弄題項：「國恩是在公開的場合向你提

出建議。」與「國恩在正式的會議中舉手發言。」以李克特 5尺度衡量，1表示

「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組間場合的題項分數差異達統計顯著，表

示操弄成功。 

 

權力距離量表：本研究擬採用 Dorfman與 Howell (1988)所發的權力距離量表。

該量表有 6個衡量題項，台灣樣本的 Cronbach α值為.74 (Farh, Hackett, & Liang, 

2007)，題目如：「處理部屬問題時，主管需要經常使用權威或權力。」及「主管

們很少詢問員工的意見。」。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來衡量， 以「1」表示非常 

 

建言評價，係參考 Mohr and Spekman (1994)以資訊交換的適當性及準確性來測量

溝通品質的方式，並設計出 3題建言品質的衡量題項，如：「國恩所提出的建議

能夠適當的解決問題。」，並參考研究者建設性建言知覺的題項(Whiting, Maynes,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1), 加入兩題，如：「整體而言，國恩所提出的建議是

很有用的建議。」以李克特 7尺度衡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7分代表「非

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建言評價越高。 

 

研究結果 

 各實驗組的樣本數如表一，樣本結構如表二。 

 



表一 有效樣本數 

 
公開 私下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高 96 90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低 89 90 

 

 

表二 樣本結構（n = 365） 

變數 分類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4 28.5% 

女 261 71.5% 

年齡 

20歲以下 244 66.8% 

21-25歲 29 8.0% 

26-30歲 40 11.0% 

31-35歲 20 5.5% 

36-40歲 18 4.9% 

41-45歲 14 3.8% 

教育程度 

高中(含)以下 3 0.8% 

大專 40 11.0% 

大學 318 87.1% 

研究所(含)以上 4 1.1% 

 

 

 操弄檢定如表三與表四，LMX 情境達顯著差異(Ms = 3.29 vs. 3.98， p < 

0.001)，表示高 LMX 與低 LMX 操弄成功。建言場合的部分，操弄檢定亦達顯著

(Ms = 2.22 vs. 4.27，p < 0.001) ，表示公開與私下場合操弄成功。 

 

表三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情境操弄檢定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平均數 t 值 p值 

高 3.29 
-11.39*** 0.000 

低 3.98 

*p<.05, **p<.01, ***p<.001, n=365 

 



 

表四 建言場合情境操弄檢定 

建言場合情境 平均數 t 值 p值 

公開 2.22 
-23.85*** 0.000 

私下 4.27 

*p<.05, **p<.01, ***p<.001, n=365 

 

表五 關係品質、建言場合、與權力距離之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型三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1) 
4.67 1 4.67 6.83** .009 

建言場合 

(2) 
1.94 1 1.94 2.84 .093 

權力距離 

(3) 
8.80 1 8.80 12.86*** .000 

(1)*(2) 0.31 1 0.31 0.45 .503 

(1)*(3) 4.08 1 4.08 5.97* .015 

*p<.05, **p<.01, ***p<.001 

 

 由表五的模型得知，在主效果部份，LMX 對建言品質有顯著影響(F(1, 359) = 

6.83，p = 0.009)，然而，單純主效果平均值 t 檢定未達顯著，表示建言者與主管

的關係品質，未能顯著影響主管對其建言的評價，因此，假設一未獲得支持。假

設二，LMX 與建言評價的關連性，受到建言場合的影響，由表五得知，假設二

亦未獲支持。LMX 對建言評價的關連性，受到主管權力距離的影響，(F(1, 359) = 

5.97，p < 0.05)，進一步以迴歸分析發現，主管的權力距離會負向影響 LMX 與

建言評價的關係(β = -.13，p < .05)，主管的權力距離愈高，高 LMX 的部屬所提

的建言，其評價反而低。研究結果意外發現，主管對建言的評價，會受到主管自

身權力距離的影響，權力距離愈高的人，對於部屬建言的評價愈低(β = -.20，p 

< .001)。 



 

表六 建言評價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主效果 
      

 
權力距離 -0.20 ***  -0.19 ***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0.05 

  
0.05 

  

 
建言場合 -0.08 

  
-0.09 † 

 
調節效果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x 權力距離 

   
-0.13 *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x 建言場合      0.03    

註：N=365；†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研究二 

研究者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全部的假設驗證。以組織中的工作者為受測對象。 

 

研究變項的衡量 

 建言行為，係採用 Morrison (2011) 的定義，對於工作相關的議題，基於改

善組織或單位運作，自發性地表達想法、意見或建議的行為。在測量上，採用

LePine & Van Dyne (1998) 所發展的量表，由主管填答，以李克特七點尺度進行

測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其中包含了六個題項，樣本題項包

括：「這位部屬會針對影響工作團隊的議題，構思且提出建言」和「在單位裡，

對於影響團隊的議題，這位部屬會表達意見並鼓勵大家參與討論」。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品質(LMX)，採用 Graen and Uhl-Bien (1995)發展出的

LMX-7 量表進行衡量。由於 LMX-7 量表是由員工評量與主管的關係，本研究依

據 Graen and Uhl-Bien (1995)在文章中給予的修改提示，將 LMX-7 量表修改成由

主管評量員工的 SLMX-7 量表。量表題項共有 7題(例：「一般而言，該名部屬是

否能了解您對他/她工作表現的滿意度?」、「您了解該名部屬工作上的問題以及需

求嗎?」)，以李克特 5尺度衡量，每題分數測量的問法不同(例如:1分代表「非

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請參照附錄，分數越高代表主管與員工的關

係品質高(內團體)，反之主管與員工的關係品質低(外團體)。 

 

 建言場合，以 Alberts (1992)對社會情境的分類，將建言場合區分為公開場

合以及私下場合，並設計出 3個題項，如：「當你有意見時，你會偏好在公開的

場合提出來嗎?」。以李克特 7尺度衡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7分代表「非

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於在公開場合建言，反之則偏好私下場合。 



 

 權力距離，同研究一，採用 Dorfman與 Howell (1988)所發的權力距離量表。

該量表有 6個衡量題項，台灣樣本的 Cronbach α值為.74 (Farh, Hackett, & Liang, 

2007)，題目如：「處理部屬問題時，主管需要經常使用權威或權力。」及「主管

們很少詢問員工的意見。」。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來衡量， 以「1」表示非常

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建言評價，如研究一，參考 Mohr and Spekman (1994)以資訊交換的適當性及

準確性來測量溝通品質的方式，並設計出 3題建言品質的衡量題項，如：「國恩

所提出的建議能夠適當的解決問題。」，並參考研究者建設性建言知覺的題項

(Whiting, Maynes,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1), 加入兩題，如：「整體而言，國

恩所提出的建議是很有用的建議。」以李克特 7尺度衡量，1分代表「非常不同

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建言評價越高。 

 

 績效評估，採用 Lee et al. （1999）對工作績效的分類，分別以效率、效能

及品質三構面來衡量，問卷共計九題，如：「我總是能在工作期限到達前，完成

主管所交代的工作。」、「我的實際工作績效總是能夠達到主管要求的工作目標。」

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來衡量， 以「1」表示從未如此，「5」表示經常如此。 

 

研究結果 

 研究變項的相關分析，如表七。建言評價與卻探討的變項均無顯著相關，而

部屬的績效與建言評價、LMX、建言行為、年齡均呈正相關。 

 

表七 相關分析表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1.權力距離 2.32  0.83  
                

2.部屬績效 3.22  0.59  -.07 
 

(.90) 
             

3.建言評價 4.91  1.11  -.15 
 

.68 **  (.90) 
          

 

4.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3.57  0.74  .09 **  .10 *  .04 
 

(.91) 
        

 

5.建言行為 5.05  0.89  -.04 
 

.17 **  .14 **  .17 **  (.91) 
      

 

6.建言場合 4.96  1.10  .00 
 

.03 
 

.02 
 

.10 *  .56 **  (.89) 
    

 

7.性別 1.03  0.16  -.09 
 

.04 
 

.10 
 

.01 
 

-.07 
 

-.02 
   

  

8.年齡 24.17  4.76  -.03 
 

.33 **  .28 **  -.04 
 

.15 **  .08 
 

.14 **  
  

9.教育程度 2.11  0.95  .17 **  -.07  -.02  .15 **  -.04  -.08  -.09  -.33 **  

註：N = 397；括弧內為信度 α；性別：1 = 男；年齡以年計；* p < .05  ** p < .01。 

 

  



 由表八得知，主管部屬關係品質，不會影響主管對建言的評價。且公開或私

下的建言場合，以及權力距離，均不會影響 LMX 與建言評價之間的關係。因此，

假設一、二、三均未獲支持。此結果與研究一的結果大致相同。 

 

表八 建言評價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主效果 
      

 
性別 0.05 

  
0.05 

  

 
年齡 0.32 ***  0.32 *** 

 
教育程度 0.12 *  

 
0.11 *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0.06 

  
0.06 

  

 
建言場合    -0.00 

  
-0.01 

  

 
權力距離 -0.18 ***  -0.16 **  

 
調節效果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x 權力距離 

   
-0.08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x 建言場合 

   
-0.02 

  
註：N=397；†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由表九的迴歸分析得知，建言行為正向影響主管對建言者的績效評估(β 

= .08，p < .05)，建言評價對績效評估的影響很大(β = .67，p < .001)，而建言行為

與績效評估的關連，些微受到良好建言評價的增強(β = .07，p < .1)。因此，假設

四：建言行為正向影響主管對建言者的績效評估，獲得支持，且假設五：建言行

為與績效評估的關連性，會受到建言評價的影響，建言評價越高，建言行為與績

效評估的關連性越強，也獲得支持。 

 

 

表 九 績效評估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主效果 
      

 
建言評價 0.67 ***  0.67 ***  

 
建言行為 0.08 *  

 
0.08 *  

 
調節效果 

      

 
建言行為 x 建言評價 

   
0.07 † 

 
註：N=397；†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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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4  年  10 月  29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是末學第一次參加歐洲區域的年會，由於以往都是參加美洲區域的研

討會，對於流程與安排，覺得有些陌生。像是大會的議題範圍、報告時間安排、

場地的規劃…等，都是很好的不同的經驗。 

 

二、與會心得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是歐洲工商心理學界知名的研討會，很多歐洲國

家的重要研究者都會到場，由於這類的心理年會大多會收錄大量的海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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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看到各種研究主題與研究手法的文章。而且能與作者做深度的討論，是簡

報型研討會較無法達到的效果。與會期間，看到一些與自己研究相近的文章，

十分有助於日後研究的思考方向，這也是參加研討會，或說看海報最值得的地

方。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strategies on negotiation outco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sellers’ emotional displays and selling 

strategies on buyers’ satisfaction and their intention to buy. With a fixed final offer, we investigate 

how buyers’ satisfaction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are influenced by the sellers during the selling 

process. 

 We used a 2 (seller’s emotional expressions: positive vs. negative) x 2 (seller’s negotiation 

strategies: distributed vs. integrated) between subject factorial design. We made a 2 minutes video, 

regard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trategies, for each condition. One hundred and sixty fou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ach condition. After watching the video, they 

responded to the manipulation check, satisfaction, and intention to buy ques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elling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 Participants in the positive emotion condition and integrated condition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eller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buy than distributed condi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condition, respectively. As predicted by prospect theory,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selling strategies had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buying intention. Participants were 

less willing to buy when sellers expressed negative than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distributed 

condition, but no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integrated 

conditio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negotiation: A meta-analysis 

 
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negotiation outcomes by adopting the meta-analysis approach. 

We categorized negotiation outcomes into favorite impression, financial gain, and reaching 

agreement. The results from 125 effect sizes (N = 4,849) showed that negotiators expressing 

positive emotions generally facilitated them to build a favorite impress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Contrastively, negative emotion expression did result in an 

unfavorable image and damage their future relationships. However, neither positive nor negative 

emotion was related to negotiators’ financial interest and agreement. The Q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potential moderators need to explore. We tested research design (within vs. 

between), negotiation task (integrated vs. distributed), types of negative emotion (anxious vs. 

angry), and negotiation power (high vs. lo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xious negotiators received 

less financial interest than angry negotiators; higher power and angry negotiator gained more 

financial interest than those who were angry but in low power condition. However, research design 

and negotiation task were insufficient as moderators in this study.  More moderators were 

expected to be explored. 

 

四、建議： 

研討會是研究者擴展研究伙伴與了解最新研究趨勢的場所，建議可多鼓勵有

研究潛力的研究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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